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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08年 3月由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 “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与实践”
研讨会优秀论文。

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方法论取向 :走向实证主义
＊

和 经 纬

[摘　要 ] 中国公共政策评估实践尚不成熟 ,而且缺乏严密的方法论指导。在借鉴先进国家政策评估理论方法的

过程中 , 应该确立起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实证主义取向。借鉴吸收国外主流的政策评估方法 , 使本

土化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和实践能够经得起方法论的检验。主流政策评估方法的核心就是社会实验 ,

通过分离政策效果的方式对政策进行评估。在资料收集处理过程中也有许多技术 , 要合理选择使用。

政策评估的社会实验方法主要源自西方的方法论传统 ,在中国亦有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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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意义

虽然公共政策的过程理论被作为一种过于模块化的僵

硬模型已经广受质疑 , 但无论是作为政策链条中的一个环

节 , 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活动 , 公共政策的评估都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 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政策学习 (policy

learning)、 政策调整乃至补充合法性上 , 政策评估都无法

被取代。[ 1]

目前中国国内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多数停留在政策

评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评估主体 、 评估的价值取向和伦

理等方面 , 而对更为重要的评估方法却研究甚少。用国内

学者李静芳的话说就是 “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士绝

大部分都非 `内行人 ' , 即使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大

多数都是研究社会科学出身的 , 很少有人兼备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知识 , 其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比较单一 , 难以兼

有思辨和公理化思维方式的长处。 因此 , 他们在进行政策

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分析 , 用定

性分析取代定量结论。” [ 2]这个问题主要可能有三个方面的

原因:

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目前的公共政策

过程尚未给政策分析师和政策研究专家提供 “用武之地”。

朱仁显就将中国公共政策评估实践的问题归结为: “很多

人把政策评估视为可有可无的事。即使进行了政策评估 ,

也缺乏科学态度和方法 , 如 , 以评估作为炫耀工作绩效 、

沽名钓誉的手段;借评估使效果不佳 、 绩效不良的政策合

理化;以评估来掩饰决策的失败或错失;以评估来攻击与

自己偏好不一的政策;以形式取代实质;以先入为主的方

式进行评估等。” [ 3]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在于 , 中国目前是否存在具有多学

科背景和复合型分析技术 , 并能用社会科学的话语进行研

究写作的 “政策分析师” , 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在国外 ,

类似兰德公司 、 布鲁金斯学会 、 阿斯本研究所这样的第三

方研究机构以及散落于欧美各大学的研究人员构成了政策

分析师的主体 , 他们也是政策评估方法更新的主要源

泉。[ 4]

第三个原因与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趋势有关。目前国

际上主流的公共政策研究者主要由两个群体的学者组成 ,

传统政治学家和具有很强的定量分析背景并受过专业训练

的经济学家。前者中比较著名的包括 FrankFischer(美国

罗格斯大学教授)、 GuyPeters(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

MichaelHowlett(加拿大西蒙· 弗雷泽大学教授)以及 M

· Ramesh(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等 , 他们思辨与论辩的

研究特质在主流的公共政策研究中虽然仍有很大影响 , 但

主要局限在政策研究 (policystudies)领域 , 而在专业化

的政策分析 (policyanalysis)实践中 , 整个景象则主要是

经济学主导 , 学理探究和思辨在这里基本没有市场。

具体的政策评估研究需要非常严密的方法论作保障 ,

用国际通行的质量标准来检视中国的一些政策评估研究 ,

在方法论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瑕疵 , 有的甚至经不起基本的

方法论推敲。马骏教授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缺陷的总结

其实很多也存在于政策评估的研究中。 “许多似乎是实证

研究取向的研究其实并没有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许多研究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 , 没有文献评估 ,

没有深入地研究因果机制 , 没有构建出具有说服力的理

论 , 更没有进行理论检验 , 或者理论观点没有经验事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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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许多非实证研究取向的研究也并没有遵循诠释研究和

批判研究的研究方法。” [ 5]贠杰也认为 , 中国的公共政策评

估还远未形成一套成熟 、 完善的方法体系 , 这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政策评估的科学化程度和规范化水平。[ 6]就中国

的研究而言 , 目前能够找到的中文文献中 , 对公共政策评

估方法贡献比较大的往往是经济学 、 数学 、 系统工程等领

域学者。但是 , 在公共政策 (尤其是政策评估)学科智识

的增长 、 积累以及方法论的验证 、 更新方面 , 国内不同学

科之间的交流明显不足 , 使得很多已经得到检验的政策分

析技术还未进入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 “工具箱” 和大学的

教科书 , 因而造成了前文中李静芳总结的中国公共政策评

估方法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试图在厘清政策评估方法核

心问题并总结国外主流途径的基础上 , 结合中国的实际 ,

提出适用于中国并经得起方法论检验的评估方法。

二 、 文献回顾

按照德国学者 Wollmann的观点 , 政策评估作为一种分

析工具 , 首要的任务就是为评价政策绩效提供政策过程和

结果的信息。同时 , 政策评估又是政策循环中一个重要的

阶段 , 它需要将这样的信息回馈给政政策制定过程。[ 7]

Wollmann在他最新的文章中提出 , “经典 ” 的政策评估

(classicalevaluation)就是要分析政策的成果和失败 , 以及

政策如何影响着现实世界。 在他看来 , 政策评估本质上就

是通过揭示因果机制来反映其有效性。[ 8]荷兰学者 Bovens

等人将这种政策评估的取向称为 “理性主义的政策评估 ”

(rationalisticpolicyevaluation)。他们总结这种理性主义的

评估哲学植根于实证主义 , 要把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 , 提

供对公共政策绩效的 “绝对客观认识 ”。[ 9] 以色列学者

Nachmias的定义最能代表 “理性主义政策评估” 的基本前

提。他认为 , 政策评估是对政策和公共项目是否实现预期

目标的客观性 、 系统性 、 经验性检验。[ 10]

Howllet和 Ramesh指出 , 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多年来

一直被所谓的 “技术学派” 所主导 , 他们把政策评估看成

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性活动。[ 11]对于这些学者来说 , 公共政

策评估的本质就是要通过经验研究来检验某项政策是否实

现了预期的政策目标 , 如果没有 , 问题何在? 如何解决?

但是 ,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表示怀疑 , 芝加哥大学的

Coleman教授早在 1975年就写道 , “在未来的研究中 , 我

不相信有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效果做

出评价。” [ 12]世界银行的学者 Rist也认为 , 无论评估的科

学方法多么严密 , 都不应该是判断政策评估效果的标准。

他认为 , 政策评估应该关注特定政策是否促进了全社会的

治理 , 而不是评估方法本身。[ 13]丹麦学者 Albaek说的更为

直接 , 他认为 , 那种把政策评估作为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研

究的观点 , 不过仍然是建立在社会科学定量实证主义

(quantitativepositivism)的基础上 , 这种观点在本质上还是

把公共政策看成是理性决策的结果。[ 14]

在前文提到的公共政策研究者中的政治学家中 , 大部

分都赞同类似观点。 Anderson、 Kerr、 Manzer等学者认为 ,

公共政策本来就是高度政治性的 , 想要确定一个完全客观

的标准作为评估的参照几乎不可能。而且 , 不同评估者对

评估的标准也会有自己的认知 , 实证主义的政策评估在现

实世界中很难行得通。[ 15] [ 16] [ 17]Howlett＆Ramesh和 Ingram

＆Mann也认为 , 政策目标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妥协的产

物 , 同样的评估结果在不同群体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们就此认为实证主义政策评估以成

本收益分析和风险评估为基础 , 借助经验数据的定量化模

式不应是政策评估的主流方法。[ 18] [ 19]

三 、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取向

有趣的是 , 目前能够找到的相关文献中持以上观点的

几乎都是政治学家 , 而其结论也无外乎是说政治因素很重

要 ,就算用实证主义假设检验的定量方法做出了分析 , 也会

由于利益立场多元而无法得到解释 , 凡此种种。 而被论辩

学派(theargumentativeturn)批驳的那些以经济学背景为主

的政策分析学者却不事争论 , 而 “默默无闻 ”地在 Journalof

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AmericanPoliticalScience

Review、AmericanEconomicsReview这类的主流刊物上一篇

接一篇地发表他们的经验研究论文。应该认识到 , 第二部

分文献回顾主要学者的研究都是立基于美国两党民主政治

和利益集团博弈的假设之上 , 其观点有其很强的情境属性

(contextuality)。国外经典文献中存在这样的 “分歧” , 对于

目前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方法的中国政策评估研究

而言 ,要发展出一套符合社会科学基本质量标准并经得起

方法论检验的评估方法 , 就必须要回答公共政策的产出和

影响是否客观可测这个重大的方法论问题。

发生在西方(主要是美国)学界关于政策评估方法的争

论很容易让人感到困惑。对于仍旧处在介绍 、消化西方国

家理论方法阶段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而言 , 本土化的政策

评估究竟应该走哪条路线? 是循着影响日隆的实证主义走

一条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定量化道路 , 还是与批判实证主义

的学者一起分析利益冲突和政治影响? 我们需要做出选

择。当然 ,有人可能会说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 但是在公

共政策的研究中 , 总要有一种主导的范式 , 在很多根本性的

问题上 , 总要给出一个相对肯定的答案。直接回答上面的

问题存在很大的难度 , 甚至要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那么 ,

我们不妨尝试着把这个问题放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政治

行政民主化的背景之下来分析。毕竟 , 学习借鉴西方理论

的最终目的还是为我所用 , 通过知识的积累指导和推动中

国的公共政策实践。基于这样的认识 , 我们必须厘清上面

提出的重大方法论问题。

公共政策的产出和影响是否客观 、可测 ,这是实证主义

评估方法能否站住脚的理论前提。将其放诸于已有文献的

语境下 , 其实就是问:实证主义的政策评估和政治学家们鼓

吹的政治利益分析和事实价值结合是不是相互冲突矛盾?

笔者认为 , 在先进国家的公共政策研究中 , 理论的发展有一

定的历史脉络。在西方先进国家大多数重要的公共政策问

题上 ,其实是先有实证方法的政策评估 , 后有对实证主义的

合理质疑 , 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相反 , 通过这种学术的质疑

争鸣 ,深化了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受篇幅所限 , 这里仅举一



　学术论坛

120　　 2008年第 9期　总第 279期

例 ,是关于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公的关系。传统的经济学理

论和个人的直觉告诉我们 , 收入分配不均对于经济增长有

负面效应。[ 20]在公共政策(主要是税收政策)的实证研究

中 ,很多经验分析也证明了这个结论。但麻省理工学院的

经济学教授 KristinForbes则通过更加有信度的数据库以及

更加严谨的固定样本分析 , 重新进行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

并且顺利通过敏感度检验 , 证明初始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不

公对于后续的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 21]这样一项颠覆性

的研究几乎是对过去美国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否定 , 而且也

与常人的经验常识相悖。

Forbes及后续的评估很自然地招来了多方面的反对。

然而他的研究具有很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 反对的声浪并非

针对评估方法本身。对于社会低收入阶层而言 , 这样的一

个评估结果不但可能使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更大损害 , 在

感情上也是无法接受的。就具有特殊利益的政府而言 , 更

加害怕类似的政策评估带来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这印证

了 Howlett和 Ramesh所说的 , 公共政策很难有一个确定的

目标 ,一个逻辑严谨方法得当的评估可能会受到很多利益

的影响而陷于超乎技术层面的争论。 可以看出 , 反对实证

主义政策评估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的评估方法错误或者是

评估技术不足 , 而是背后的政治意涵(politicalimplications)

过于复杂 ,很难在公共政策的众多利益相关者中间形成关

于政策结果的一致结论。因此这并不是否定实证主义政策

评估方法的合理性 ,而可以看作是在实证评估的经验结论

基础上进行的公共对话。在美国 , 仅仅一项弱势族群儿童

的学龄前教育项目 HeadStart就在联邦和地方层面进行了

数十次评估(主要是定量途径)。之后对评估实证主义的质

疑已经不是 HeadStart是否真正提高了这些孩子的智力和

认知水平 ,而成为是否要保护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政治

对话 ,整整持续了四十年。[ 22] [ 23]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 除了一些事关国计或者影响特

别重大的公共政策有比较严肃的评估之外 , 一般性的政策

或者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就很少有过严谨的评估 ,

这和欧美先进国家完全不同。对于中国而言 , 现在最为缺

少的就是用实实在在的经验研究为公共政策的制定 、执行 、

调整和终结提供有力的支撑;而在美国和其它先进国家 , 这

样的研究称其为汗牛充栋 , 当不过分。中国治淮十年耗费

600亿 , 不同地方 、不同部门在认定淮河水到底有没有变清

的问题上都说法不一 , 除了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作祟 , 政策

评估本身也存在问题。[ 24]那种认为 “西方国家很多政府兴

师动众搞政策评估有浪费纳税人钱之虞 , 不适合我们发展

中国家”的论调 , 当可止于淮河治理的例子了。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经典文献中出现

的 “争论”其实并不是实证评估方法是不是正确的争论 , 而

是实证的评估结论能否被完全应用而作为政策调整或者终

结根据的争论。 美国学者 Gray和 Jenkins就指出 , 理性 、科

学的政策评估有时无法得到应用 , 问题并不出在评估本身 ,

它在深层次上反映的是政治和组织的低效以及自利化的倾

向。[ 25]也就是说 ,文献中的 “分歧”其实不是实证主义是否

应该主导政策评估的问题。为了厘清这个疑问 , 美国学者

Guba和 Lincoln提出了一个较为符合人们经验认知的框架。

他们认为 , 政策评估其实有四个阶段:第一个是技术阶段

(technical), 就是用客观的标准和严谨的方法论来评估政策

在技术层面的达成程度;第二个阶段是描述性阶段(discrip-

tive),即以第一阶段得到的经验结果为基础 ,描述政策的达

成程度;第三个阶段是做出判断(judgement)及以前两个阶

段的结果来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实现了了许诺的政策目标;

第四个阶段是价值多元(valuepluralism)。在这个层次 , 众

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才被纳入

考察的范围(表 1)。[ 26]Guba和 Lincoln的框架对于厘清经

典文献中的 “争论”并论证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取向应该

走实证主义路线具有非常好的启示意义。

表 1　政策评估的四个阶段

时序
政策评

估阶段
主要任务 方法导向 基本特征

技术阶段

描述阶段

判断阶段

价值
多元阶段

客观分析政策是
否达到预设的技
术目标

根据预设政策目
标来描述公共政
策的成绩和问题

对政策目标是否
达成的总体判断

考虑多元群体的

利益诉求 , 分析政
治因素

实证研究方
法 ,主要是准
实 验 研 究
(quasi-ex-
periments)

比照政策目
标和前两阶
段的分析

价值多元主
义

价值中立

客观严谨

价 值 导
向 , 不寻
求 绝 对
中立

　　资料来源:根据 GubaandLincoln(1987),作者绘制。

这个框架首先把与政策评估有关的过程识别为四个前

后相继的阶段 , 这基本符合人们的经验认识。通过这个有

用的框架我们就不难理解 , 其实经典文献中关于政策评估

方法的 “分歧”主要是发生在评估的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

说 ,考虑多元价值 、政治影响和利益诉求仅仅是在政策评估

的最后阶段才发生作用的 , 完全没有否定这之前的政策评

估过程应该严谨地遵循实证主义的评估取向。

用 Cuba和 Lincoln的阶段论来看中国的政策评估 ,我们

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差距。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往往在

没有走完第一个技术性环节的时候就开始考虑 “价值多元”

(利益团体 、政府形象 、社会稳定 、GDP、党政关系 、长官意志

等等)。这大概是我们的政策评估 “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

的重要原因。可以说 , 中国的政策评估研究在很多方面都

缺乏方法论的有力支撑 , 实证研究能力较为薄弱。贠杰就

认为 ,目前的中国公共政策评估 “学科基础薄弱 , 缺乏对其

他学科分析方法的借鉴和整合 , 缺乏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

方法论体系;政策评估的价值标准和技术标准的筛选和处

理不够规范;在评估的具体方法方面 , 尚普遍存在`两多两

少 '的问题 , 即经验推理多 , 实证研究少;定性分析多 , 定量

评估少。此外 ,在政策评估前后比较分析时采用的样本数

目较少 , 代表性不足 , 有时甚至缺乏必要的实证检验 , 使评

估的可信度与效果大打折扣。” [ 27]因此 , 对于中国的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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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评估理论和实践而言 , 远没有到批判 “经济学帝国主义 ”

的阶段 ,而应积极学习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维方

式和研究方法 , 首先遵循基本的方法论质量标准 , 增强评估

研究的说明力和解释力。

总体而言 , 笔者认为 ,从主流政策评估方法的趋势和中

国研究者在评估方法上的落后局面综合来看 , 大力学习 、应

用实证主义以假设检验 、经验数据 、定量分析为主要内容的

政策评估方法 , 应该是未来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努力

方向。

四 、实证主义政策评估方法的主要思想:社会实验

公共政策的本质就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干预(interven-

tion), 那么政策评估也就是对这种干预效果的评价。在交

叉重迭又有多元客体的政策系统中 , 要评估某项公共政策

的唯一途径就是分离政策干预的效果 , 然后对其进行分析。

在一个简化政策系统模型中 , 关系如图 1:

图 1　分离政策干预效果的图示

资料来源:Wu, RameshandFritzen, 2007.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政策效应中的政策干预效果与其

它政策的干预效果和其它外生变量引起的政策效应相分

离 ,单独加以考察。 Weiss特别指出 , 在分离政策干预效果

时 ,一定要廓清因果机制 ,即确定政策效应中的对应部分确

实是由政策干预直接导致的 , 而不是相反。[ 28]

从政策评估的研究设计角度来看 , 目前主流的方法是

社会实验法(socialexperimentation)。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将

政策客体以完全的随机原则分配到实验组(treatmentgroup)

和对照组(controlgroup), 然后对实验组施加政策干预 , 设定

的时间段后观察两组的效应(这是实验设计的基本思路 , 但

是在实践中由于多方面的限制 , 很多情况下无法使用对照

组)。如果两组同时发生同向的变化 , 无论强度是否相同 ,

都可以严重质疑政策干预是否产生实际效果;如果实验组

发生变化 , 而对照组几乎接近于静止 , 那么两者的差异便是

成功分离出的政策干预效应。 如果实验组和对照组发生异

向变化且强度显著 , 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Greenburg

和 Shroder在整理美国公共政策评估的历史后发现 , 从 1960

年代至 1990年代 ,美国各级政府就先后进行了 90次之多的

社会实验 , 横跨医疗政策 、教育政策 、劳工政策 、住房政策等

领域 [ 29] , 耗资超过十亿美元 [ 30] , 证明社会实验的适用性极

广 ,在合适的政策问题上 ,中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也可以尝试

采用。

(一)政策评估的实验研究设计

一般而言 , 在政策评估的社会实验法中 ,分离政策干预

效果的常用实验设计有四种 , 其中按照是否有时间向度

(timedimension),有前测 -后测的实验设计又有时间序列

的变形(见表 2)。在下表中 , X代表政策干预 , O代表实验

设计中每个点的观测值。从理论上讲 , 它们的效度(validi-

ty)随着实验设计的逐渐完整而自上而下递增。

表 2　政策评估常用的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 形式 分离政策干预效果 效度

简单后测实验 X—O O

非等值后测实验
X—O1a

　　O1b

O
1a
-O

1b

简单前测—后测实验

无时间序列实验:O1—X—O2 O2 -O1

时间序列实验:

O1—O2—O3—X—O4—O5—O6
ΔO4 ～ O6 -ΔO1 ～ O3

非等值对照组

前测—后测实验

无时间序列实验:OA1—X—OB1

　　　　　　　　OA2——— —OB2

(OB1 -OA1)-(OA2 -OB2)

时间序列实验:

OA1—OA2—OA3—X—OA4—OA5—OA6

OB1—OB2—OB3——— —OB4—OB5—OB6

(ΔOA4 ～ OA6 -ΔOA1 ～ OA3)-(ΔOB4 ～ OB6 -ΔOB1 ～ OB3)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之所以我们说上表是政策评估中的常用实验设计 , 是

因为理论上讲社会实验有多达至少 14种模型 ,这在 Cook和

Campbell的著作 《Quasi-experimentation:Designandanaly-

sisIssuesforFiledSettings》一书中已经做过详细介绍。但是

现实的政策评估很少像这样抽象化地进行 , 政治支持 、资

金 、配合和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性都对实验设计造成很大限

制。[ 27]有的模型太过复杂 ,有的因客观条件很难满足苛刻的

实验要求而无法使用。在几乎所有的实验研究方法教科书

中 ,都认为简单后测实验是效度最弱的一种 ,但很多情况下

现实情况并不允许更为复杂的实验设计。第一 , 社会实验

因为需要政策受体(subjects)的随机分配(randomization),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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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证样本 ,一般需要数量很大的受体。当他们是数据或

者物体时 ,要收集一定数量还有可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政

策受体是人 , 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 , 即便保证了随机分配 ,

也会有其它很多潜在的问题可能威胁到研究效度 , 进而造

成评估结果失真。 第二 , 很多政策的关键实时信息并没有

得到保存(在中国这往往是常态),而政策本身又不可逆 , 这

就使得前测—后测实验设计很难进行。第三 , 进行社会实

验设计很多时候需要充裕的时间和足够的物质保证 , 因而

对试验设计的选择造成限制。因此总的来说 , 在进行实验

设计选择时固然优化的设计具有更高的效度 , 但是在各种

约束下 ,评估者往往不能自由选择 , 而只能寻求次优。 但这

并不意味着理论上次优的实验设计产出的研究效度就一定

低于更优的实验设计 , 也就是说简单的后测实验所得到的

评估结果未必就劣于非等值后测实验。 这取决于很多因

素 ,如样本容量 、测量手段 、建构效度 、评估者的能力等等。

(二)实验研究的资料收集和分析

作为政策评估社会实验法核心的分离政策效果其实只

是一个虚拟的过程 , 本质上要通过选择变量 、构建指针 、收

集数据来实现。按照 Wu、Ramesh和 Fritzen等人的观点 , 第

一手的资料收集(primarydata)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 、个案

研究 、关键人物访谈 、关注群体讨论 、小区群体访谈和直接

观察。[ 32]根据笔者对文献中政策评估实验分析法的总结 , 大

约有 70%其实都并未使用第一手的数据收集 , 或者只是二

手资料(如统计年报 、部门档案 、备忘录等)的补充。资金和

时间约束固然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 但文献中的这些评估之

所以能够进行 , 其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国家先进的信

息系统和严格的档案制度 , 笔者将在后文中举例阐明。

在大多数情况下 , 数据的分析首先需要使用一般描述

性统计分析 , 展现政策干预前后主要观测指针和变量的数

量 、分布 、相关性等的变化。在需要探求因果关系以及进行

测量的时候 , 则需要借助多元回归 、因子分析等多变量的统

计分析。在很多时候 , 还需要通过回归模型进行预测 , 用以

评估政策的长期效应。

(三)社会实验评估方法在中国的使用

应当承认 , 社会科学中绝大多数的研究方法都是具有

普世性的 ,没有国界。从文献中可以发现 , 大规模的政策评

估实验方法已经在墨西哥 、菲律宾 、泰国等国得到采用。这

种主流方法在中国如何使用 , 笔者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注

意:

第一 ,社会实验并非必须通过庞大的人为力量组织设

计 ,模拟政策的运行 , 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事实上在国外

政策评估的研究中 , 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少的。对于中国的

公共政策研究者而言 , 如果要对一项政策进行评估 ,并非必

须申请政府的评估项目或者是研究机构的课题 , 而可以根

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对一项政策进行评估 , 这是

完全可行的。很多政策问题其实是一种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个人不需要也无法施加外力进行操纵 , 而只需

要观察并收集数据。国外学者进行的很多政策评估其实就

是收集政策过程中有信度的数据。如果可及的数据涵盖了

政策实施前后两个阶段 , 那就已经构造出一个事实上的实

验前测和后测 ,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即可完成初步的政策评

估。当然 ,这需要研究者有比较扎实的计量经济学功底。

第二 , 接着上一个问题 ,之所以国外研究者在不需要人

为进行实验操作控制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初步的政策评

估 ,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有充分的数据。这就回到了前文

中说到的政策信息系统和档案制度的问题 , 这里举例说明。

1970年代美国为了提高总统和联邦议会选举的投票率 , 实

施了投票日报名(electiondayregistration)政策。要判断这

项政策到底是否确实提高了投票率 , 进行新的社会实验显

然不可行。美国学者 King和 Rodney于是收集 9个有代表

性的州在过去十年中的投票率数据 , 采用有对照组的时间

序列模型 , 通过回归分析证明这项政策对于提高投票率并

没有显著影响。[ 33]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如此之长的政策 , 要对

其评估 , 各州完整翔实的数据库数据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我国的政策评估中 , 不管是否采用社会实验方法 ,丰富可

信的数据都是必须具备的。如果政府能够加强信息系统建

设 ,并且切实执行 “信息公开是常态 、不公开是例外”的原

则 ,向研究者公开 ,相信对于高质量的政策评估将起到很大

的推动作用。

第三 , 上面提到社会实验并非需要通过庞大的人为力

量设计操纵 , 但并不是说这样真正意义上的 “实验 ”不重要。

事实上 , 国外经验证明 , 在很多重大公共政策问题上 , 通过

以计量技术为主的非实验法进行政策评估存在一定的局

限 ,主要是无法控制随机偏差问题(randomizedbias), 而对

于社会实验来说 , 这是致命的威胁。[ 34]要解决这个问题 , 提

高评估研究的效度 , 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实实在在的社会

实验 ,并且样本容量越大越好。但是很显然 ,这样大规模的

社会实验非常复杂且耗资巨大。如要实行 , 需要来自高层

的强力支持 ,否则几乎没有可能。在这个方面 , 墨西哥用社

会实验方法做了可能是目前为止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政策评

估。墨西哥政府 2002 年开始试点全民医疗保险 (Seguro

PopulardeSalud), 最初在五个州试点 ,一年后推展到二十个

州。为了在全面施行之前对这项政策进行评估 , 墨西哥政

府邀请了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来为全民医保政策

进行评估。评估者在高层的大力支持下 , 在全国范围内选

择了五个州进行社会实验评估。[ 35]可见 ,只要能够获得政府

的全力支持 , 大规模 、有效度的政策评估是完全可能的。李

树桥在总结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特色时曾经指出 , “试点 ”

是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形式。[ 36]在中等收入的大国进

行以社会实验为主的大规模政策评估已经被墨西哥的经验

证明可行 , 事实上在我国医疗卫生政策方面已经有不错的

经验(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 科学严谨的评估方法

如果能和政府的强烈政治意愿相结合 , 相信一定可以显著

提高中国公共政策的评估质量 ,从而在决策的科学化 、民主

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实验法与非实验法的政策评估

在科学的政策评估方法中 , 历来就有实验与非实验

(non-experimental)两种方法 , 两者各有特点。非实验法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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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计量法 ,植根于计量经济学。它的基本思想是 , 假设政策

受体和非受体(如未受某项政策影响的人群)在关键性指针

上有充足的纪录数据可以支撑计量运算 , 那么不需经过社

会实验 ,也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手段获得政策受体发生

(或不发生)预期变化的机率。但是与严谨的社会实验法相

比 ,计量法存在一个很难逾越的障碍 , 即:它很难分离政策

效果与政策受体自身发展所带来的效应 , 因而给评估政策

效果带来潜在的偏差。受篇幅所限 , 这里不予展开。另外 ,

计量法的政策评估需要非常完整的与政策执行过程有关的

数据资料和训练有素的分析人员 , 这在实践中经常是不具

备的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适用性。关于社会实验法

与计量法的比较 , 可以参见 JamesHeckman和 JefferySmith

等学者的论文 , 国内学者余向荣等也有阐述。

五 、结论

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 但是由

于政治行政体制 、学科发展水平 、人才力量 、多学科整合程

度等原因的限制 , 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的发展还较为落后 , 不

仅鲜有系统 、成熟的评估实践 ,在评估方法论上更有很多问

题 ,现有的很多评估没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或者方法论存

在瑕疵 ,这些都大大限制了学科知识的增长和方法的更新。

要促进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进步 , 必须借鉴先进国家

的研究成果。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正确理解国外经典文献的

情境意涵及其适用性 , 走出字面翻译 、生搬硬套的老路 , 选

择性地吸收 , 并结合学科发展的背景进行理解。

虽然很多学者对实证主义研究提出批判 , 但不可否认

的是 ,实证主义的政策评估方法仍旧是目前的主流。经典

文献中呈现的一些 “冲突 ”之处并非否定实证主义的价值。

相反 ,恰恰证明它应该是公共政策评估的主导方法。结合

现在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匮乏的实际 , 实证的评估方法

应该是未来努力的主要方向。

在实证的政策评估方法中 , 社会实验法是最重要的研

究设计 ,能够较为有信度地将政策干预的效果从整体政策

效应中分离 , 从而进行分析 ,这也是主流公共政策评估的主

要逻辑。中国很多 “公共政策评估 ”存在方法论的缺陷或者

完全经不起方法论的检验 , 问题大多出在这里。虽然理论

上讲社会实验法有很多模型 , 但由于主客观的多重限制 , 实

际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只有四种方法。 它们各有特点 , 也各

有适用性 ,要根据公共政策的性质和其它客观条件选择使

用。

分离政策效果只是一个虚拟的过程 , 本质上是通过选

择变量 、构建指针 、收集数据来实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 ,

数据的分析首先需要使用一般描述性统计分析。在需要探

求因果关系以及测量变量之间关系的时候 , 则需要借助多

元回归 、因子分析等多变量的统计分析。在很多时候 , 还需

要通过回归模型进行预测 , 用以评估政策的长期效应。

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在中国使用社会实验法进行政策评

估的可行性及可能遇到的问题。本文的限制在于受篇幅所

限 ,无法深入结合中国公共政策评估的特点 ,在社会实验法

各种模型的适用 、原则 、步骤上做出探索和阐释。这些留待

以后完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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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calOrientationforChina′sPublicPolicyEvaluation:TowardsPositivism

HeJingwei

[ Abstract] Notbeingbuiltonasolidmethodologicalground, China′spublicpolicyevaluationisstillfarfrommaturation.Apositiv-
ismorientationshouldbesetupinlightofembracingalienexperiences.Mainstreammethodologyinpolicyevaluation
shouldbeintroducedtoChinaonalocalizedbasis.Thishelpstoimprovethequalityofdomesticresearchandmakeit
convincingandmethodologicallysound.Basically, theheartofmainstreampolicyevaluationmethodsinvolvessocialex-
perimentationinwhichevaluationisprocessesbyisolatingnetpolicyeffects.Thereareaseriesofdataanalyzingtech-
niquesthatshouldbeutilizedonacase-by-case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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